
我们时代的文化危机
———以 “新工人”的命名为例

□ 郭春林

　　承继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 “三

农”问题的研究热潮，近年来，对 “新

工人”群体的书写和研究又出现了一个

高潮。无疑，这与目前中国近３亿的农

村进城人口有关，而且，随着城镇化政

策的全面展开，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

高，这一数字还将持续增加。毫无疑

问，这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而

且，即使我们撇开底层这一道德立场，

从人口数量来说，它也理应是当代中国

社会极其重要的现象和问题，我甚至想

说，它就是最重要的现象和问题，没有

“之一”。因此，需要整个社会紧密关

注，这其中理所当然就包括学术。因为

这一进程必然深刻地改变整个中国社会

的结构，也必将对中国社会及其未来产

生根本性的作用和影响。任何相关的学

术领域都不能自外于这个大环境。

如何讨论这一现象，在什么意义上

对其进行理论化和问题化的研究，又如

何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有效的社会实践，

无疑是一个挑战。一般地说，理论化和

问题化的前提是历史化和具体化，只有

在历史化和具体化的基础上，才能真正

把握其现实社会各种关系和结构中的真

问题；但两者都不应作为最终的目的，

必须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意义上，对

从实际和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

理论研究，最终回到现实中，落实在实

践上。如此不断循环往复，以求得最佳

方案。对 “新工人”现象及这一群体的

关注和研究也应如此。

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有不少是从这

一群体的市民化角度进入并展开的；有

从宏观或微观经济，全球经济或区域

经济的角度进行的；有从传播学理论，

如传播政治经济学出发的研究；有将其

置于整个中国现代化史的宏阔背景中展

开的研究；也有从政治学，特别是制度

理论进行的研究，甚至还有从文学理论

背景展开的研究……在这些林林总总的

研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政策研究，

基本上可以说，这些研究多以社会学、

经济学为基本方法或理论框架。而且，

研究者不仅仅是中国的学者和研究机

构，也有不少洋人的身影，或西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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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经济机构。这样的现象无疑充分地

说明了其重要性。然而，这些研究往往

忽视了原本就蕴含在这一命题和对象中

的 “文化”因素。在 “文化研究”看来，

“文化”与政治、经济是紧密关联在一

起的，三者同样都是产生这一现象，并

对其构成深刻影响的、不可或缺的要

素；而从另一面来讲，即使我们不特别

地强调 “文化”的作用和意义，也只有

在三者有机地扣连在一起的基础上所提

供的解决方案才真正指向未来，且根本

有效。

什么是 “文化”？或者说，就 “文

化研究”而言的 “文化”究竟意指什

么？简单地说，文化是一个社会的价值

观和意义系统，通过生活方式再现出

来，也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是整体

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社

会对这一群体的命名就体现了 “文化”

的内涵。

对 “新工人”群体的命名，在近

３０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变迁史。

从 “盲流”到 “民工”，从 “打工妹／打

工仔”到 “进城务工人员”，从 “移民

工”再到 “农民工”，而在工厂和企业

中，他们甚至只有工号或工种名或户籍

地名 （这样的形式也被包装成现代企业

文化，美其名曰 “高效管理制度”，但

我们必须问，这个 “高效”最后和最大

的获益者是谁）。从名号的变迁中其实

可以看到整个社会面对这一群体的尴

尬，以及社会有意识地调整对待他们的

姿态和立场。尴尬的是总也找不到最贴

切的概念能够将这一群体全部囊括在其

中，而变化的姿态则是因为明显感觉到

了最初的称呼所包含的侮辱意味，更为

实际的是，毕竟大规模工业化的时代不

能没有他们，必须使他们合法化，至少

是法律层面的合法化。但名不正则言不

顺，言不顺则实不能至。于是，如此庞

大的一个社会群体就这样挣扎在 “名”

与 “实”的悖谬中，学术无法自洽，政

策不能圆通，整个社会和市场尊奉的是

同一个立场和态度，他们是市场要素，

只应该受 “市场规律”的制约。而所谓

的市场规律，不过是资本的选择权。然

而，市场从来就不是社会的全部。社会

理应有自己的原则，就是绝大多数人的

利益，而在我看来，这一原则就来自文

化。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文化当然

具有政治性。

不幸的是，我们时代的文化正处在

危机中。这一危机具体地就体现在他们

的合法化过程既不平坦也不彻底的艰难

之路上。孙志刚无辜的死是此前类似事

件的总爆发，最终促成了收容制度的废

除，但他们获得的仍然只是出卖劳动的

自由，并没有得到整个社会普遍的尊

重。劳动者应有的尊严仍然是他们的奢

侈品。对劳动者的尊重也就是对劳动的

尊重，然而，我们时代的价值标准尊重

的恰恰是资本和权力，正如新工人创作

的歌中写道的那样， “劳动的价值被风

吹走”，“资本俘虏了一切”。在这样的

价值观和意义系统中，作为劳动者的新

工人又怎么可能不被 “边缘化”和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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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层化 （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概念，就是贫困化，或无产阶级化）？

实际上用 “边缘化”描述他们的处境并

不准确。他们创造了财富，他们生产了

遍及全世界的商品，他们为整个社会提

供了相当一部分服务，但最终他们所获

得的少得可怜的回报不过是维持劳动力

的再生产，这与他们创造和生产的价值

根本不成比例，而这其中最为根本的原

因，就是因为他们在整个的系统中与他

们所生产的产品一样，也是商品。一方

面，迄今为止，没有人说过，人应该尊

重商品，无论怎样 “高端大气上档次”

的商品。但众所周知，商品是劳动过程

的成果，没有劳动，没有劳动者的付

出。一般意义上说，自然物仍然只是自

然物，而不是商品，然而，现代资本主

义商业最成功的策略就是将劳动从商品

中剥离出来，人们在使用商品的时候可

以完全忽视、无视甚至鄙视劳动的存

在，商品具有的只是其使用价值和符号

价值，劳动者多半不会进入消费者的视

野。另一方面，劳动力作为生产力的三

要素之一，其地位在当代市场经济的主

流价值系统中基本上排在资本和生产资

料之后，这样的顺序本身就包含了对劳

动力和劳动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这

样的排列顺序中没有 “人”的位置。

历史地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这个名号的变迁史其实就是劳动力市场

化的历史，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劳

动力彻底完成了商品化的过程。而在我

看来，新工人至今仍然无法取得一致的

名号，其尴尬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

是劳动力，是商品的一种，他们是否有

一个合适的名号并不重要。对掌握了命

名权的人来说，重要的只是他们能否带

来利润。然而，即使他们有商品的属

性，他们也是特殊的商品；更重要的

是，他们还是人。他们无法接受被权力

和资本命名的命运，他们要争夺属于他

们自己的权利，自我命名。他们不再是

马克思当年所看到的法国农民，他们不

需要被代表。正如吕途在其 《中国新工

人：迷失与崛起》中所说， “话语从来

都是政治性的，没有权力和无法发出声

音的群体总是被代表和被称呼的。”而

“‘新工人’是我们的诉求，它不仅包含

我们对工人和所有劳动者的社会、经

济、政治地位的追求，也包含一种渴求

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

动。”于是，他们坚决地拒绝了 “农民

工”这个简单而不负责任的称呼；他们

响亮地向世人宣告：“我有自己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金凤”；他们自豪地告白：

“打工打工最光荣”；他们理直气壮地唱

着 “劳动者赞歌”。

然而，社会，我们都身处其中的社

会也是这么认为的吗？我们的政府文件

中，“农民工”依然是他们摆不脱的名

字；我们的学术论文和著作里，他们仍

然被唤作 “农民工”；我们的媒体上，

“农民工”照例还是一张有用的标签。

我们又怎么可能奢望社会中的大多数人

不再以他们不喜欢的 “农民工”的称呼

去称谓他们？在市场主宰一切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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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因为他们是食物链 （利益链）的

末端？可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

送快递的人是谁？环卫工人是谁？建筑

工人是谁？餐馆里被我们呼来喝去的服

务员又是谁？没有他们，我们的衣食住

行怎么办？然而，他们不在我们的视线

内。他们的存在就像他们的劳动一样，

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如果说承认

事关政治，这就是政治最真切的所在。

这样的政治正是文化危机的表征。

他们当然应该去争取属于他们的未

来，然而，一方面，社会是否为他们提

供了到达理想未来的空间呢？另一方

面，我们的文化是否真正意识到他们的

重要呢？看看７月１７日深圳哥士比鞋

厂周建容自杀所引起的社会关注吧，一

位沉寂十年的歌手终于有了新歌面世。

在目前中文网络最强大的搜索引擎百度

搜索一下，前者不到１０００条，而后者

则是将近３万。这难道就是我们这个时

代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精神吗？如果是，

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说它还很健康。正

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必须重提雷蒙·

威廉斯在３０年前说过的话， “社会主

义”的 “社会”就是一种理想的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而这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

核心精神所在。

（责任编辑 农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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